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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报批评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新增行政处罚种类。笔者认为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对17款
App存在隐私不合规情况进行通报，即向社会大众公布案涉17款App的违法事实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罚

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通报批评”。因此本文将从概括主义解释法条、实质性法律效果等方面

论证：本案中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公布相关App的违法事实，此种以降低社会评价和减损名誉

为法律效果的行为属于法定行政处罚种类“通报批评”，应当将其置于《行政处罚法》的规制和司法审
查“通报批评”，应当将其置于《行政处罚法》的规制和司法审查权审查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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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rculating criticism is a new typ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in the 2021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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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shment Law.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National Computer Virus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notified the privacy non-compliance of 17 Apps, that is, the act of announcing to the public the 
illegal facts of the 17 Apps involved in the case was one of the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stipulat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circulating criticis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from the aspects of gener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and substantive legal effects: 
In this case, the National Computer Virus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published the illegal facts 
of the relevant App, and this kind of behavior with the legal effect of reducing social evaluation 
and derogation belongs to the statutory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category of “circulating criticism”, 
and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regul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 “circulating criticism”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nd should be plac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regul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 power 
review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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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案例介绍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过互联网检测，发现 17 款移动 App 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网

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涉嫌超范围采集个人隐私信息 1。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将案涉 App 存在的违法事实进行了通报，并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谨慎下载使用案涉 App，
同时注意认真阅读其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说明，不随意开放和同意不必要的隐私权限，不随意输入个人

隐私信息，定期清理和维护相关数据，避免个人隐私的泄露。 

1.2. 问题的提出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这一通报行为，是否具有行政可诉性，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以公布违法事实为内容的带有行政性的通报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否属于现行《行政处

罚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通报批评。相关司法解释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

定。这就给行政诉讼实务工作留下了较大的解释说理空间。如果以公布违法事实为内容的通报属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理论和制度逻辑在哪里，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本文以国家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隐私不合规

通报案为例，对案涉通报行为的性质、行政可诉性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来论证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

理中心的通报行为具有可诉性。 

2.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概述 

2.1. 列举主义属性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自颁布以来已历经两次修改，第二章受案范围的立法表述并未发生变化。第十二条

对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范围做了如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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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

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十二)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种由立法直接设定的形式结构意味着，

《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之初确立的受案范围是有限的，只有属于第十一条所规定的各个事项的具体行政

行为才能归入司法审查权的范围。在此立法逻辑和立法原意下探讨某一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就需要将具体的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进行对照。但是法不经解释无法适用。如何理解“责令

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中的“等”字，即“等”是

完全列举还是不完全列举，即实质上具有减损当事人权益和增加当事人义务的各类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包

含在“等行政处罚”内，这是判断案涉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关键。 
根据新修《行政处罚法》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可知，名誉罚、声誉罚、资格罚、财产罚、

自由罚共同构成了我国行政处罚的一般种类体系。通报批评显然属于和警告并列的名誉罚范畴。行政处

罚也是行政行为的一种，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我们所说的通报批评仅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对社会的管理

行为，即具有外部性的行为，不包括社会其他单位对内部成员作出的通报批评[1]。 

2.2. 概括主义的法条解释倾向 

《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行政部门法颁布实行 30 年以来也历经多次修改，虽然在立法上，关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行政处罚种类均采用列举主义，但是在法条的解释和适用上则呈现出概念内在扩张和概

括主义解释法条的倾向。《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款“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

政案件。”这两条尽管以列举主义的形式规定了“受案范围”、“行政处罚种类”，其实质上是设定了

概括主义的“受案范围”、“行政处罚种类”内容。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及

具体问题行政可诉性的指导性案例，显示出不属于形式列举下的受案范围但是具有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产生了实质影响即可诉。《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了适用排除法以确定“受案范围”，与《行

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列举方式完全不同，其注重的是行政行为的一般效果，而非行政行为的特定形式

或特定效果。概括而言，《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已经超越了原来列

举主义的拘束而采用了概括主义[2]。 

3.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判定标准 

当我们讨论一个行政行为属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我们在讨论什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案涉

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关人的利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3.1. 通报批评法律效果的特殊性 

首先，行政主体在作出通报批评行为时通常情况下并不能在意思表示中明确制裁效果的范围边界，

尤其是在社会范围内公布违法事实。相较于财产罚、自由罚等处罚种类，其制裁效果范围边界是不明确

的。其次社会性制裁发生的必然性，公布违法事实之所以会产生名誉罚的法律效果，就是行政主体已经

预见到社会性制裁发生的必然性[3]。即客观违法事实的公布，必将随之产生声誉或者名誉减损、社会评

价降低这一社会制裁效果。因此事实行为加必然产生的社会制裁，将行政主体公布违法事实这一行为转

化为法律行为，实质上可以被涵摄进通报批评范畴内。 
最后，通报批评这一行政处罚种类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常单独出现，而通常是作为案件开端，之后伴

随着“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财产罚、资格罚构成一个行政处罚整体。以本案为例，案涉 App 在遭

受通报之后，如若不及时整改，通常会面临被下架、罚款等风险。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91


胡玉洁 
 

 

DOI: 10.12677/ojls.2023.116791 5543 法学 
 

3.2. 公布违法事实产生了名誉罚的法律效果 

名誉罚针对行政相对人的人格性权益，即产生贬损名誉或者社会评价降低的法律效果。名誉、声誉

产生于一定范围的社会交往关系之中，因此仅存在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通报批评、公布违法

事实等行为，不会导致行政相对人社会评价降低或者对其名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一行为就不具有可

诉性。本案中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将案涉 App 的违规行为在官方网站上进行通报并经广大媒体

报道，即公布违法事实，这一行为具有公开性、社会性的特征。从形式上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

中心的这一行为仅仅是客观公布了案涉 App 的违法事实，并未显示出要给行政相对人减损权益或者增加

义务的意图。如果就这样形式化的理解新修《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通报批评，本案中国家计算机

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公布违法事实的行为就不能纳入行政处罚名誉罚这一种类。但是，实质上，公布违法

事实，譬如本案中的通报行为已经产生了名誉罚的法律效果。 
首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将隐私不合规的情况进行通报，通报的内容包括各款 App 的名

称、不合规的具体方面，且详细到各款 App 的某一版本。这一通报行为指向明确的对象，行政相对人明

确。其次，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之所以要向社会公开通报，是其行为之初已经预见到公布隐私

不合规的情况，会在社会形成舆论监督压力，从而达到督促案涉 App 进项隐私合规整改的目的。虽然国

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并未直接在通报中表述制裁措施，但是当公布违法事实和社会性制裁之间存

在必然因果关系时，可以视为行政主体有名誉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4]。在这“隐私不合规”“公布违

法事实”等明显包含着否定评价，一经公布，负面影响随之发生。 
根据朱芒教授的观点，在具体的法规范中，尽管“通报批评”会呈现出诸如“公开谴责”等等各种

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无论其形式如何，只要符合“秩序–制裁”判断框架中制裁所产生的法律效果[2]，
即名誉减损或社会评价降低，即可归入作为名誉罚的“通报批评”范围之内。因此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

处理中心的行为，实质上可定性为“通报批评”。 

3.3. 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 

权利义务也可称为合法权益，案例中亦经常有“对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的表述。原告资格制度

中的“法律上利害关系”，也是指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权利义务”的外延不仅包

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还包括政治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其他合法权益[5]。“合法权益”包括法定权

利和具有法律正当性的利益。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用户谨慎下载和使用案涉 App，这

无疑会导致案涉 App 的用户减少，尤其是新增用户的数量，App 主要通过流量和承接广告盈利。其中广

告是其主要盈利渠道，那么广告费用直接和 App 的知名度、用户人数、被下载的次数成正比。国家计算

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这一通报行为使 App 评分降低，导致其未来获取物质利益或者非物质利益的机会减

少，从而减损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4. 案涉通报行为可诉性逻辑论证 

4.1. 从行政行为性质看通报行为可诉性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法律行为可诉，事实行为不可诉。参照《国家赔偿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行政事实行为，比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实施的暴力侵权行为是可以申请国家赔偿的。

本案中，如果认为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行为是法律行为，那就回到本文第三部分讨论的问题，

即该行为属于通报批评，属于行政诉讼法定受案范围，具有当然的可诉性。如果认为其事实行为，并非

绝对不可诉。而应当具体看该行为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这个问题本文第三部分已

论证，在此不再赘述。因此，从行政行为性质看，无论定性为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具体到本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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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行为具有可诉性。 

4.2. 从行政行为过程看通报行为可诉性 

过程性行为不可诉，只有发展成熟的行政行为才具有行政可诉性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成熟性

也被作为法院审查的前提，“形成有关行政过程的行政的行为，只要没有达到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

最终决定的所谓终局阶段，便不承认其具有处分性”[6]。本案中的通报行为就是一个单独、完整、终局

的行为，不属于内部、预备性、过程性的行为，不是任何具体行政行为的前置程序。 

4.3.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看通报行为可诉性 

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可不可诉，不仅涉及行政法自身，还直接关系到司法审查权审查对象的范围。

因此在讨论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也要考虑到司法监督权和行政权的平衡。《行政诉

讼法》制定之初，“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

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因此对受案

范围现在还不宜规定太宽，而应逐步扩大，以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推行”[7]。如今，《行政诉讼法》几

经修改，《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将受案范围作否定列举，可以理解为之后不属于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不

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均可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本案中的通报行为并不属于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

的(一)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二) 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

裁行为；(三) 行政指导行为……等行为，因此应当具有可诉性。 

5. 结语 

“通报批评”作为《行政处罚法》新增行政处罚种类，应当与其他行政处罚一样，起到制裁违法行

为维护秩序的作用。因此，通报批评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不能仅看文书标题“通报批评”四个大字，

更要看行政主体、公布的范围、通报的内容是否会产生名誉罚的法律效果。应当在法条列举主义的限度

内概括主义解释“通报批评”，准确把握立法原意，了解通报批评的内涵，将实质上具有和通报批评同

质性法律效果的公布违法事实行为纳入法定行政处罚种类范畴。行政处罚行为当然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本案中公布违法事实的行为当然可诉。从对权利义务产生负面影响角度讲，本案中的国家计算机病

毒应急处理中心的通报行为，依然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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